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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张力中大运河文化遗产与 

国家形象话语建构研究 

路璐 吴昊
1
 

【摘 要】：大运河文化遗产并不必然与国家形象相联接。在当下的形象之争中，面对全球化语境中文明的断层

线以及西方话语在现代性话语中一贯的强势地位，我国需征召能体现自身丰厚历史资源的文化符号去建构国家形

象。大运河是代表优良传统的巨型文化遗产，也携带驱动国家不断进步的文化基因，符合一种温和、联通、包容的

大国形象建构。大运河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三个叙事主题：建构记忆之场、多元与统一的辨证生成以及包容异质与联

通世界的话语建构，在话语形式上注重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结合，最终能达到一种“魅力攻势”的形象建构。在

重构中，大运河文化遗产联接着历史想象的诸多断层，成为民族国家自我想象的历史镜像。有了完满的历史镜像，

民族国家就能从中获得可以言说自身形象的主体性，获得形象建构的话语权。 

【关键词】：大运河 国家形象 话语 

一、引言 

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共同构成了中国大运河的主体部分。作为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它流淌两千多年，绵延

三千多公里，贯穿南北、承接古今。它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商业、经济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2014 年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使人们对这个古老的巨型文化遗产开始重新重视。 

从 2017 年到 2020 年，大运河文化遗产开始频频出现在国家政策性话语中，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多次批

示，国家顶层设计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及构建大运河国家记忆体系等。在国家政策性话语中，大运河这一古老的文化

遗产开始与国家形象联接，“以大运河打造国家形象的金名片”“展示亮丽的国家形象”等表述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 

对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语境下的生存与发展不仅是一次政治、经济领域的资源争夺，更涉及国族生存与价值守望的争战。

大运河作为巨型文化符号，一旦被国家主体征召，它所携带的历史灵性与文化基因就能建构出一种温和、联通、包容的大国形

象。 

本文着力探寻的是大运河文化遗产在什么样的时代语境中被召回，又要如何建构国家形象，以及它所聚焦的话语主题与话

语形式。从某个角度看，“把遗址放到特定的文脉中呈现过去，就是一种话语行为”(1)。话语的视角赋予我们一种更为轻盈的维

度，去跨越历史的蜿蜒曲折，看待这条流向当下公共话语中心的河流。 

二、多重张力：形象之争的话语语境 

在全球传播的语境当中，国家形象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的形象总和。作为一种形象政治，国家形象对一国而言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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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探索国家形象建设的理性逻辑时，敏锐地发现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是一种关键性的

资源，“在国际关系中，一种理想的国家形象与声誉的建立比军事力量或经济实力的大幅增长更有用处与价值，一个糟糕的国

家形象却导致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这是任何其他方面的优势都无法弥补的，而且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2) 

在全球化的话语战场中，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形象竞争，面临着自说与他说的问题，国家形象竞争的本质就是话语权之争。

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看，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第三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初，著名美国史学家

斯塔夫利亚诺斯（Stavrianos）著有《全球分裂》（Global Rift）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作者在其

中犀利地指出：“第三世界所有民族的共同经验和利益——不管他们在历史、文化和政治信仰上有着多么大的差异——只有在

整体的结构和动态中才能得以显示和澄清”。(3) 

斯塔夫利亚诺斯把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形成的发达国家集团与殖民主义之后兴起的欠发达国家群体之间的分裂与冲

突称为“全球分裂”，一面是世界从多种文明分立并存转变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普遍化的世界，非西方文明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觉

醒，非西方文明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另一面是新殖民主义紧随殖民主义而来，战场更为隐蔽，战术更为复杂。 

西方依然寻求对第三世界的掌控权，甚至不惜“先发制人”。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已持

续了四五百年。在这场冲突中，到目前为止，有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

西方的打击”(4)。国家形象之争的冲突与张力根源于此。 

对于中国来说，情势尤为特别。首先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所面对新殖民主义秩序的困境与挑战，因为“所谓第三世界，既

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组关系——占据支配地位的宗主国中心与处于依附地位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一种不

平等关系”
(5)
。此外，也因为中国当下的独特处境，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作为唯一延续

五千年未曾断绝、绵延至今的古老文明，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丰厚的资本与出众的成绩。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已深度介入世界，站在灯火通明的世界舞台上，就不能不发声；国家形象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

信息资本”(6)，却在文化新殖民主义与媒介帝国主义的影响下无法在世界舆论场中得到客观公正的呈现，究其本质是因为“国家

形象的国际传播也成为一种西方强势国家实现国家扩张的方法”(7)。 

中国当然不可能容忍国家形象长期被“他塑”、被扭曲的处境，必然征召自身的历史资源与文化符号去建构自身的国家形

象，建立一套符合自身文化安全的话语体系。近年来，长城、大运河、黄河、长江、长征这些巨型文化符号在国家话语中密集

性涌现，一方面，这些文化符号是国家文化“在场”的彰显，因为国家文化从来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深深扎根于国民“原生

性”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土壤之中，并以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基础进行不间断地再生产。 

另一方面，既然控制形象与信息是影响国际政治的核心因素，就有必要进行自身的形象生产，对内一统民众对民族自身过

去、现在与未来的理解，对外在世界舆论场设定符合自身利益的中心议程与话语边界，而不是站在世界舞台中心苍白失语。这

是第一重嵌在时代节点与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语境张力。 

第二重张力属于世界共同性图景与充满文明断层线之间的语境张力。当世界以现代性作为开端,世界共同体的图景还在延

续，因人类现代性历史实践所带来的世界历史多元一体的历史叙事并未过时，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

球化依次展开。 

应当看到，全球化与地球村曾经带给人们许多乐观的想象与美好的期许，《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莱德曼甚至以“世界是平

的”来概括这一图景。但是较为清醒的学者则看到全球化下公共性的匮乏以及充满文明冲突的世界，如贝克就认为在全球化的

背景下，一种新型风险相伴而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识与世界主义化之间的关系变得相互矛盾起来——社会的结构和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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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世界主义化，与之相比，有关国家的公理体系的知识却保持着偏见…… 

因此，现在所见到的民族国家社会的前提条件，即空间、民族和国家的统一性，已然不复存在——尽管（世界）主义的新

型组织形式还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8)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论断“普世价值”的虚妄渺茫——世界不可能成为西方化的

统一文明，现实恰恰相反，世界不是一个历史终结的统一世界，而是由“断层线”(faultlines)形成的不同的文明相互对抗的

世界。(9) 

新媒体使形象之争的情境更为复杂。新媒体依仗智能手机终端、移动互联网以及数字技术，重塑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

外部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重构了人类社会。虚拟世界带来了时空的改变：时间表征为空间，空间“成为一种连结各点，并且

与自身的经纬相互交错的网络。”
(10) 

对于新媒体，技术乐观主义者一如既往地乐观，认为信息的全球化流动超越了空间的限制与民族国家的疆域，开启“信息

主义精神”(11)。另一种声音更为清醒悲观，凯瑟琳·海耶斯看到新的控制：“信息之梦最初具有一种逃离的形象，但当它愈发

强力地体现为一个可靠的寄居之所，它就愈发看上去不像是逃离，而是一个竞技场，在这里统治与操纵能够以新的方式进行角

力。”
(12) 

约瑟夫·奈直截了当地批判与幻灭了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已明显站不住脚的“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说，并将具备超地域性

质的网络空间描绘为各种意识形态相互激荡、交锋的新战场。与传统全球公域相比，显而易见的是，各个民族国家在这个新战

场中正不遗余力地构筑自身形象，提升软实力。 

外部大环境在进行历史性变迁，国家形象之争的规则与趋势也随之在变化，用汉姆的话说，“这暗示着一种竞争范式的变

迁，从现代社会中地缘政治与权力的竞争转向后现代社会的国家形象、国家品牌与影响力的竞争。”(13)战场在变化，战术在变

化，话语策略在变化。 

这个话语语境的本质性认定，正是我们的理论起点。当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整体而言，遗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竞争的资

源，联合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肇始于第三世界国家启用国家力量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资源（玻利维亚与秘鲁一直对

“老鹰之歌”归属于谁争论不休，但两国同时都使用了国家权力。 

秘鲁宣布其为国家文化遗产，玻利维亚则是通过法令将该歌国家化）。(14)对于文化遗产自身而言，它本来就来自于不同国族、

社会阶层、群体通过斗争使自身文化价值得到认同的过程，它对民族整合和国家认同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也揭示着“遗产

不再被认为是一组具有固定意义的静态对象，而是一种在人类创造物中有意识地赋予纪念功能的社会过程”。(15) 

三、叙事主题：大运河聚焦国家形象的三重维度 

河流与国家文化形象有着不解之缘。如美国伊利运河的文化资源开发与国家名片的打造就紧密缠绕，伊利运河国家遗产廊

道将“美国的象征”打造成其话语核心。大运河文化遗产也可以分为三个叙事主题：建构记忆之场、多元与统一的辨证生成以

及包容异质与联通世界的话语建构，最终能达到一种“魅力攻势”的形象建构。(16) 

（一）建构记忆之场 

记忆之场是法国哲学家诺拉提出的，诺拉在《记忆之场》一书中指出：纪念碑、历史遗迹、纪念日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构筑

记忆、唤起记忆的“场”，典型的情景是人们在特定的纪念日来到某个纪念碑前进行纪念活动，这种在特定时间、空间举行的

活动就是一个记忆重构的过程。
(17)
大运河作为记忆之场，强调的是国家形象对内部公众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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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家形象的内聚力在今日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交锋中不时闪现,用彼得·伯格的说法，它是一种跨

越历史断层线的神圣“华盖”，永远标注和烙刻在民族斗争和生存记忆的底片深处。(18)新媒体对抗性话语加剧集体认同的问题，

从共时性仪式到冲突性的实践，进而影响整个国家文化安全，如中东北非的颜色革命虽然有多重原因。 

但是传统文化记忆在现代性转型中的断裂、各种群体解读的尖锐分歧以及对自身国家形象的想象与重塑中的重重阻碍绝对

是导火索。因此，我们在今日语境下召回大运河这一巨型文化遗产，终极目的在于以其作为记忆之场，在历史的蜿蜒曲折中找

到一以贯之、不曾断裂的文化记忆，完成它征召个体、形成集体身份的使命，这也关涉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安全。 

大运河能作为一个民族的记忆之场，首先在于它巨型的时空体量。从时间上看，它具有丰厚的历史资源，它始于春秋，吴

王阖闾开辟胥河，夫差开通邗沟，勾践开凿了以山阴故水道为主的运河；基本成型于隋，隋炀帝为了释放帝国的整个潜力，兴

此大役，开通了通济渠、永济渠、江南运河；繁荣于唐宋，唐都长安，“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19)。 

元世祖忽必烈截弯取直，打通南北运河航道，使全国水运连成一体，便于赋税进贡，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命脉；成熟于明

清，“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20)大运河不仅仅实现了南粮北运，解决经济中心与

政治中心分立的问题，还对“中央政府的稳固、地方势力的限制、边境力量的加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消除”
(21)
起到了重要作

用，明人邱濬的评价“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22)可谓一语中的。 

总之，大运河是古代中国的“生命线”，对于维系“国命”居功至伟。在记忆之场中，丰厚的历史馈赠也转为巨型的空间

布局。从当下空间体量看，大运河也是巨型文化网络空间，它流经 8省 35市，跨越地球四十多个纬度，遗产涵盖分类与内容广

袤繁多；同时在当下,大运河北连“环渤海经济带”，南接“长江经济发展带”，纵贯“一带一路”，在国家战略空间上起到文

化带柔性穿引、融通的重要作用。 

巨大的时空体量赋予大运河在今日之语境中被重构为集体身份认同的参照框架。哈布瓦赫认为记忆的主体只能是集体，人

在其社会化的过程需要参照一个框架才能形成记忆，因此集体记忆先于个人记忆。扬·阿斯曼则进一步用“凝聚性结构”来解

释：“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利用参照框架来记录和寻回回忆，记忆不可能存在于这个框架之外。”(23) 

借用这个理论，大运河本身就是集体记忆的显像，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镜像，体现了不同历史时

期的文化精神联系，是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文化纽带。 

正如扬·阿斯曼在《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中对文化记忆与集体身份形成以及与时代的微妙关系有精细的阐释：“每个社

会和每个时代独有的重复使用的文本、图像和礼仪，通过对它们的‘维护’，这个社会和时代巩固和达成关于自身的图景。”(24) 

文化记忆之所以能凝聚国族认同，在于一个群体从这种知识储存中获得关于我们的整体性和独特性的意识，一种肯定(我们

是谁)或否定(我们不是谁)意义上的认同决断得到界定的。(25)对于大运河来说，它巨大的时空体量被整体升华为一个符号，成为

可提供集体身份的象征物，成为文化记忆与国家形象的媒介。 

作为记忆之场的大运河，在当下的国族文化竞争中成为一种作为时间与空间双重结晶的“凝聚性结构”，用节日、仪式化

以及重复的记忆建构集体记忆，通过象征意义体系征召当下零散个体，使“我”成为“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从历史上看，

除了经济功能，漕运本来也是仪式，链接千万个如马铃薯般分散的小农个体。 

（二）多元与统一的辨证生成 

大运河是在多元与统一的辨证生成中建构属于自己的特质形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大运河文化特点归结为其代表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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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交流与相互滋养，文化融通这一特质在其中熠熠生辉。 

大运河沿途所连缀的区域文化，沿岸所涵盖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白蛇传说、苏绣、吴歌、金龙四大王民间信仰及庙会

等都是特色显著的文化符号，它们也都在融通中依然保持自身的特质。典型如水网连缀的大运河江苏段，它的民间艺术界流传

着一句老话“水路即戏路”，也就是多重艺术形式在运河空间交锋、交流、交融。 

在特定文化空间中既流传着花香火、秧歌、杂耍、龙灯、麒麟、荡湖船等民间歌舞，也有昆曲、徽调、京剧等精品戏曲养

料，甚至还有一些民歌清曲、田间号子等乡村艺术，它们都沿着运河的迁移与传播，互相汲取养料、为己所用，却不存在互相

吞没与取代，构成既独立也杂糅、主体良性沟通的文化景观。正如齐美尔所阐释的，空间不仅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可能，而且空

间内要素相互并存。而要素间的主体互动既是对空间的填充，也是空间最吸引人的地方。(26) 

作为漕运主干道的大运河，它北接国家首都，南联江南地区，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一统，催生了璀

璨夺目、一体多元的华夏文明。对比欧洲文明，“罗马帝国分解后，欧洲大陆的历史是一部分裂的历史。而汉朝灭亡后的中国

内地，虽然统一与分裂交替，但统一要多于分裂，即便分裂期间也存在追求统一的主流趋势…… 

通过大运河把一个存在巨大区域性差异的中国连为一体；发达的水陆驿递系统也有效地把朝廷的意志贯彻到各地；信息通

信和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地域间的互通性。”(27)从这个角度说，大运河远不止是漕运之河，它是制度、媒介、文化象征之河，提

供着大一统国家所必需的公共空间。 

在大运河这个公共空间中，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多重区域的文化在此交融互通。尽管

这些区域文化多元多样，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却始终如一、自上而下地贯穿其中，成为其精神实质里从未动摇的坚硬内核，

以及在共同文化魂魄的统摄下全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 

一个国家对物理景观的处理、不同区域文化的构建往往代表这个国家的一种思想路径与形象资源:多元与统一、地域与国家、

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张力特质是我国国家形象的内部思想资源与外部治理思路，如赵汀阳《天下体系》所阐释的：“中国思想中

的某个‘部分’不可能独立的具有思想的力量，每种思想都具有开放性，都从其他思想那里借力，都依赖着‘中国思想’这个

整体结构，所以必须从‘整体’去理解才是有意义的”。(28) 

这种多元与一体的辨证统一的文化特质是国家形象建构的情感焦点。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描述的以自我中心主义

为取向的西方文明不同，大运河折射着中华文明的某种文化基因，能从容游弋于多元与一体的文化张力中。 

大运河区域文化的斑斓中隐藏着某种一以贯之的整体国家制度与国家文化，每个区域文化无论是历史纵轴还是当下空间横

轴都有极强的向心力——指向国家，离开国家的区域文化是不完整的；同时每个区域文化也有内部自洽的意义与光芒，携带区

域文化的主体意志与特色元素，并不会被一体的宏大叙事全然淹没。 

（三）包容异质与联通世界的话语建构 

包容异质与联通世界是大运河对自身空间生产的总结与提炼。包容异质主要体现在大运河在沟通南北的过程中，在漫长的

时空纠葛中，江南文化特质没有丧失，北方中原文化也没有失去自身的认同与诉求，江南文化内部子区域文化的共同与差异也

一直存在，甚至有学者认为江南文化本身就是与北部中原文化多次交流的历史积淀(29)，而南北文化的互动也形成了全新、统一

的中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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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有时候，“江南”是中国传统中隐性的文化向心力，以此凝聚华夏文化认同；有时候，“江南”又成了隐性

的文化离心力，以此区别于意识形态化的北方中原“规范文化”。 

南北交融却不同质化的核心在于容忍文化差异，容纳异质性文化，有能力处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平衡。(30)大运河促进南北

文化交融的过程，如同建构了霍米·巴巴所说的“混杂性”文化政治空间,这种混杂性的文化空间以文化差异为原点,把自身放

在界定性的立场，放在以差异作为文化建构的生产性空间中，放在异己或他者性的精神之中。(31) 

从历史上看，大运河是一条联通世界的文化廊道,其北接长城文化带，西挽陆上丝绸之路，东联海上丝绸之路，将平原、草

原、沙漠、丝绸之路有机联系起来并贯通成一条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和全球商品贸易的沟通渠道。(32) 

但是这个巨型文化网络之所以能流畅运转，其本质在于它是在尊重差异、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同

价值”，这才是真正的联通，一面是保有自我，不失去原有的文化根基与血脉；另一面是平等相待，吐故纳新。在处理好异质

文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在联通中真正发现世界,而不是扼杀其他“世界”。 

回到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斯塔夫利亚诺斯与《全球分裂》，在本体论上世界是在空间秩序中存在的，“全球分裂”这一核心概

念本身就是批判，是作为第三世界的整体对资本主义空间秩序以及空间中主体普遍异化的批判。 

空间的历史生产逻辑与经验也会为今日的空间建构提供话语资源，大运河作为一条充盈历史与话语资源的河流，支撑当下

中国去追求一种更公平的世界秩序，在对当下空间秩序批判性接收中去建构一个更为理想的世界，正如大卫·哈维所提倡的人

民地理学，其精神实质是驱除普世主义、忠实反映社会与物理景观中的竞合性空间关系。(33) 

大运河作为一种话语资源，在当下的空间追求就是建构属于世界的人民地理学，这种创造性空间肯定自身主体性，却又不

以别的文明为奴役与压迫的对象，它为当下中国提供了表达对世界感受的新位置(a new location)，它以一种批判性的眼光以

及兼收并蓄、开放多元的姿态努力构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空间新秩序。 

当崛起的中国深度介入世界时，中国负载着开启文明叙事新篇章的情势使命，大运河就是历史的空间镜像，既联通世界又

保留自我底色，并能参与涵盖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不断引领发展当代世界文化，在空间的交融中实现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交

叠以及各类文化主体的和谐相处，“以一种全新的视野来看待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在新的价值框架下培育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意

识”(34)。 

四、话语形式：重构与虚拟 

大运河沿线区域被重构两次。第一次重构是历史上大运河特别是京杭大运河贯通时，它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沿岸赖以生存的

数百万民众，重塑沿线各个区域的生态环境、自然与经济、社会结构与区域文化。第二次重构是在历史中的大运河被当下的话

语召回时，运河空间本身也经历了空间的重构。 

一方面这个空间是在实体空间的基础上，大运河经过的水、岸、城，依托特定的河道、区域、遗产点以及京津、燕赵、齐

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域文化，以及运河本身蕴藏着的无比珍稀的物质景观与非物质文化，打造颇具中华文明特色的区域

文化高地，再造承载着无数国人文化乡愁的文化空间“故乡”。 

另一方面是那些作为巨型表征的国家工程，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充分显示“国家文化”的在场，还有各地都在兴建的

大运河博物馆如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中国漕运博物馆、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等,这 32 家运河沿线博物馆成立了“大运河博物馆联

盟”，它们构成了列斐伏尔所说的“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包含一种复杂的符号体系，又充满象征，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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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彻底开放且充满想象力的话语空间。 

除了实体空间外，还特别需要注意大运河国家形象建构在虚拟世界的延伸，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大运河文化遗产与新媒

体的深度融合首先体现在新媒体提供一种时空共时，展示共存与流动。 

新媒体有一种“当前共存性”，能够把不同的历史贯穿起来，新媒体可以很好展示大运河的变迁：农耕时代的漕粮盐运、

工业时代的煤炭物资、信息时代的智慧运河如北斗导航、人工智能、5G等高新技术在大运河船闸、船舶、港口、航道中的使用，

多维度时空数据与高可靠船岸通信网络的打造。 

总之，多重时代的文明成果压缩在这一线性、巨型文化遗产线路上，不断变化的运河景观中折射着变迁而又生生不息的中

国镜像。新媒体空间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可视性，可以直观看到大运河中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共处于一个时空体之中。 

在这个时空体中，古运河与新运河在历史的时空交错以及新媒体虚拟景观中交汇重合，河流的烟波浩渺与新媒体的虚拟话

语体系相互叠加，新媒体空间中大运河沉淀着历史与现实、主体与客体、实物与象征的“第三空间”，传统文化价值、意识形

态、文化符号在混合的媒介情境中与其他文化元素混合，产生新的意义与灵韵。 

在新媒体传播大运河景观、打造大运河 IP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深度互动、延展与融合，当下的主体意识被深度唤醒并将

其叙事视角一直延伸至遥远的历史深处。就像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指出的，过去不异于在现在而活着，它作为现在的力量而

活着，它融化和转化于现实中。(35)运河不仅仅是概念性、政策性的存在，也非仅仅是历史山谷所传回的遥远回声，而是以一种

活的历史百宝箱影响当下。 

其次，新媒体提供可参与的、互动性的文化逻辑。在传播与人类社会相互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个体之间的交流沟通方式与

知识的传播推广模式被处于更新迭代之中的媒介工具接连不断地打破并重塑。(36) 

如中国大百科出版社携手腾讯打造的《穿越时空的大运河》3D+流媒体等数字技术，把数字媒介的技术含量嵌入到大运河传

播版图中，用数字影像展示了大运河历史长卷互动H5以及种种场景、物象，而用户点击其中细节便可以不断为长卷着色，同时

出现对应事物动态词条。 

触摸与感受、延展与在场、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这些新媒体常用的互

动方式在大运河文化遗产展示与交互体验中常常使用，它们吸引观众的地方就在于参与、代入和属于主体的自由。 

新媒体互动的逻辑提供了主体的解放，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一种动力学的、充满着多重主体的链接在运河景观中生成。德勒

兹将其美学旨趣命名为“游牧论(nomadism)”，游牧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同时体现为连续性的生命流(flux)，无所谓谁

是中心，而是一种多元互动、生成流变的生态关系。(37) 

比如年轻的受众在社交媒体上读到关于运河某个具体景观的介绍，再亲身探访，最后再把自己生产的新话语传到社交媒体

再次传播，其所到之处皆媒介（mediaeverywhere）环境。解放主体，也需要立足当下生活主体的美学旨趣，使大运河的历史与

当下通过主体的肉身在场而有机缝合。古运河、今运河、流动的河、历史的河、生活的河流，不同生命体的历史在此交汇，这

一点颇似德勒兹提出的“水晶象”（crystalimage）的概念(38)。 

媒介进化史表明，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跨文化交流在新的媒体情境中频繁发生。(39)也就是说新媒

体自会打造一种话语空间，能与其他文化的话语形式化合，赋予一种“当代性”。站在一个更冷静的立场看，大运河文化遗产

的内容核心是属于历史场景的，它更多地携带着的是传统文化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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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要使运河文化在以现代性话语为支撑的电子媒体与大众文化场域中变得流行，并在当下的语境中完成其与现时受

众的沟通，就必须找寻一种通往当下的文化逻辑，给零散的个体建构想象国家形象的浮桥。 

对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传播，新媒体提供了新的媒介平台、文化情境、话语生产机制，通过新的话语空间构建共享的符号、

认知、仪式，并创造一种共同的意义框架；还可以在互动与协商中加深公众的理解，促进国家形象的生成及其价值的凝聚，形

成国族认同。 

总之，在当下多重张力的时代语境中，大运河作为一个巨型文化遗产，联接着历史想象的诸多断层，成为民族国家自我想

象的历史镜像。有了完满的历史镜像，民族国家就可从中获得可以言说自身形象的主体性，获得形象建构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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